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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过度教育是否会造成收入惩罚? 这是国际教育匹配领域长期争论的议题。

本研究聚焦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使用 2003—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 CGSS)

数据分析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最终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通过改进教育匹配的测

量方法，发现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的发生比例约为 35%。第二，通过线
性回归发现过度教育会造成收入惩罚，并且这种收入惩罚持续存在。第三，将历年
高考录取率和各省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作为工具变量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了过度教育

的收入惩罚效应。以上结论意味着，通过宏观政策促进教育和职业匹配，对于实现
更加充分的劳动力就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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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es overeducation cause income punishment? This is a controversial topic for
a long-standing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matching． This study focuses on over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urban labor market，using the datasets from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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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SS 2003－2015) to examine the wage effect of overeducation．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by improving the measurement method of educational matching，it founds
that 35% of respondents have been overeducated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Secondly，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excessive education can cause income penalty，which
persists over survey periods． Thirdly，instrumental variable model，including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dmission rate by years and the proportion of professionals
and technicians by provinces，demonstrates that overeducation can cause income penalty．
The above conclusions suggests the importance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matching between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acilitate
better employment of the labor force．
Keywords: educational matching; overeducation; returns to education; wage effect

一、引言
过度教育主要反映个体所拥有的教育程度超过其职业岗位所需要的教育水平，它和教育

不足都属于教育错配。这一概念自 20世纪 70年代被提出以来，曾在西方国家引发广泛讨论
和深刻反思，其中学术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过度教育是否会造成收入惩罚? 所谓过度

教育的收入惩罚，主要反映个体因从事那些教育需求低于自身教育水平的工作岗位，从而降

低收入回报的现象。这是全世界教育匹配研究中实证分析最多、理论机制最富有争议的一个
问题［1］，并且至今尚未形成定论。回顾这些学术辩论，学者们主要聚焦于两个问题: 一是
过度教育与收入惩罚之间的理论解释，二是过度教育的测量方法与因果效应。从中国现实来
看，伴随高等教育扩招和劳动力就业难问题，教育错配 ( 尤其是过度教育) 已经成为当前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就业现象，并且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重视［1－4］。基于此，本文聚焦中国
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过度教育，回顾过度教育的理论争辩并改进其测量方法，从而检验过度

教育的收入效应。

二、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 理论争辩
关于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学术界长期存在两派观点。一派观点认为过度教育的确会造

成收入惩罚，这一脉络的研究得到职位分配理论和工作竞争理论的支持。另一派观点则认为
过度教育不会造成收入惩罚，研究者主要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内生性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因

果推断。以下详细论述两派观点的基本推理逻辑。
1． 过度教育会造成收入惩罚
许多学者发现过度教育会造成收入惩罚［5－8］，其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职位分

配理论［9］，强调人们的收入水平并非仅取决于个体特征或工作表现，分配过程也扮演着重

要角色。这是因为人们对工作岗位、职业种类或部门类型的选择，会创造出一种中间机制来
影响个体特征和收入回报之间的关系［9］。在此情况下，职位分配理论认为，教育的收入回
报不再仅仅取决于个体教育程度的高低，同时取决于个体教育和职业岗位之间的匹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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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生过度教育，个体生产效率的发挥将会受到限制［1］或者遭遇其职业岗位所带来的

“天花板效应”，即过度教育者在其职业岗位上无法完全发挥出潜在的生产力水平，最终表
现出更低的生产效率和获得更低的工资回报［8］。第二个理论渊源是工作竞争理论［10］。该理
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为了获得那些在工作岗位序列中薪酬回报更高的稀缺职位，就会

加强投资教育以提高自己在求职者序列中的相对位置，当这种投资超出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

求时，就会产生过度教育。关于收入惩罚，该理论认为生产效率主要依附在工作岗位而非个
体身上，所以个体的工资水平主要由工作岗位决定［8］，而任何高于岗位所需教育水平的教

育投资都很难得到回报，所以那些“过度”的教育年限其收入回报几乎为零［8，11－12］。

以上两种理论在预测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时，既有共性也有区别。共性在于，两种理论
都强调了工作岗位的重要作用，本质上讲，这种岗位决定论的推论，是从劳动力市场中需求

侧进行的分析。区别在于，二者对岗位决定的具体逻辑和产生后果存在不同的判断，职位分
配理论认为工作岗位主要通过限制过度教育者的生产效率，使得过度的教育年限其收入回报

将低于适度的教育年限; 工作竞争理论认为，工作岗位不会给 “过度”的那部分教育提供
任何工资回报，所以其收入回报基本为零。实证分析中，绝大多数学者通过分析来自不同国
家劳动力市场中的数据，发现过度教育者那些超出岗位需求的教育年限，其收入回报低于岗

位所需教育年限的回报。基于这一脉络的研究，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过度教育会造成收入
惩罚。

2． 过度教育不会造成收入惩罚
然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过度教育不会造成收入惩罚［13－15］，其推断主要来自两种分析

视角。第一种视角是基于早期的人力资本理论［16－17］。该理论认为个体的工资水平由教育、

工作经验和在职培训等共同决定，而过度教育的发生只意味着个体的教育水平并未实现充分

配置，但没有考虑工作经验或在职培训的配置状况，因此以往学者之所以观测到过度教育的

收入惩罚，是由于在实证分析中忽略了在职培训、工作经验等其他形式人力资本的匹配状
况，因此本质上是一个遗漏变量偏误的问题［8］。第二种视角强调过度教育的内生性问题。

该视角认为研究者若想准确估计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那么过度教育的发生必须是完全随机

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以个人能力为代表的不可观测因素，既可能影响个体是否发生过度教

育，也可能影响发生过度教育后个体的收入获得过程，如果研究者在统计模型中完全忽略这

一问题，那么所估计出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则可能存在严重偏误。许多新近实证研究已经证
明，遗漏不可观测的能力等变量，将会严重高估过度教育造成的收入惩罚［13］。例如，有学
者基于 1984年到 1998年的一项德国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控制了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后，过度
教育者和适度教育者之间的收入差异几乎消失殆尽［13］。

以上两种视角在诊断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时，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共性在于，两种视角
都聚焦于行动者的异质性，并且都是从劳动力市场中供给侧展开的分析。差异在于，人力资
本视角强调教育只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其他形式还包括工作经验和在职培训等，那些拥

有相同教育程度的人其工作经验或劳动技能存在很强的异质性，为此在分析过度教育的收入

惩罚时，如果能纳入技能异质性，那么过度教育本身就不会造成收入惩罚。内生性问题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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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个体能力、性格、动机等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会影响过度教育的发生，如果研究者忽略这
些异质性，那么就会严重高估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基于这两种视角，本文提出备择假设:

过度教育不会造成收入惩罚。

三、过度教育的测量改进
对过度教育收入效应的评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测量教育错配。截至目前，教育

匹配研究领域主要有三种测量方法: 工作分析法、现实匹配法和主观评估法。以下将详细介
绍每种方法的测量原理及其局限，随后选择本文测量方法和提出改进策略。

1． 教育匹配的三种测量方法及局限
第一种方法为工作分析法 ( Job Analysis) 。其基本原理是，由每个职业领域的职业分析

师或雇主去评估该职业所需要的标准教育程度，最终汇总成 “职业—教育”匹配手册［18］。

例如，美国劳工部发布的职业词典就包含这种匹配手册，它提供了每种职业所需要的教育程

度和特定技能。一旦具备这种匹配手册，研究者只需将调查数据中个体的实际教育程度和其
职业对应的标准教育程度进行比较，就可以判断出该个体是否为过度教育。尽管工作分析法
被提出以后得到许多学者认可，但它存在以下局限: 第一，测量角度存在时间滞后性［8］，

即特定职业所需要的教育程度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如果工作分析法所采用的匹配手册在时

间上过于落后，那么就无法捕捉职业所需教育程度的变迁。第二，实际应用范围受到国别限
制，绝大多数国家缺乏这种匹配手册，我国目前也不存在，因此本文难以使用工作分

析法①。

第二种方法为现实匹配法 ( Ｒealized Matches) 。这一方法的基本原理是，研究者通过观
察所有样本中每种职业内部教育程度的现实分布状况，基于特定统计量来决定该种职业需要

的教育程度［6］。根据统计量的不同，研究者区分出两种现实匹配法: 标准差法和众数法。

标准差法建立在正态分布的基础上，由研究者首先计算出每种职业内部教育年限的平均值和

标准差，然后用来界定过度教育［6］。众数法的测量规则是，由研究者根据所有样本中每种
职业内部的教育程度的实际分布，计算该种职业内部教育程度的众数，然后比较个体的教育

程度和其职业对应的教育众数，若高于众数则为过度教育，若低于众数则为教育不足［20］。

现实匹配法被提出以后，在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不同国家得到广泛应用［7－8，21］，

同时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也得到诸多应用［2，22－24］。但是，现实匹配法也受到一些批评。首
先，标准差法的基础是概率论中的正态分布，它假定在同一种职业内部，教育不足、适度教
育和过度教育都会出现，并且对称分布。而这一对称分布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是很难满足
的［8］。其次，标准差法的应用过程中是通过将均值和标准差共同使用来判断过度教育，但
在实际计算过程中，均值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综合而言，众数法相对更加稳定，并且在
实际应用过程中，学者们会倾向于结合使用众数法和标准差法，以获得更加稳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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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内有学者尝试将美国劳动统计局发布的“职业准入的教育标准”，直接引入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过度教育分析，并
通过比较两国职业结构和教育系统来证明其合理性［3］，这是具有一定突破性的尝试，但不可忽略的事实是，中美两
国教育发展存在明显差别，例如 201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显示，我国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不足 10%，美国则为
42%［19］，据此可以推测，中美两国在高等技能劳动市场中的教育构成存在明显差异。为此，直接将西方“职业准入
的教育标准”引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过度教育研究，可能会使研究结论存在严重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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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方法为主观评估法 ( Self-assessment) 。其基本原理是由劳动者对其所从事的职业
所需要的教育程度做主观评估［5］，具体评估有两种方式: 一是由被访者具体说明其所从事

职业需要的教育程度，然后由研究者将该教育程度和被访者实际获得的教育程度进行比较，

判断是否过度教育; 二是由被访者直接汇报其教育匹配状态。主观评估法被提出后，获得了
较为广泛的应用［1，4，8］，但也存在一定局限，例如员工主观性造成的偏差，即实际调查过程

中，个体有可能会通过夸大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教育要求，来抬高或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25］。

同时，对过度教育的人而言，可能会因为对工作的冷漠或积极性不够，而不太愿意去回应相

关的问题，从而导致低估过度教育［8］。

综合来看，以上三种过度教育的测量方法各有优劣。本研究根据调查数据特征和资料可
得性，主要选择现实匹配法来测量教育匹配。但是，该方法主要应用于西方国家的劳动力市
场，将其直接移植到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匹配测量时是否适用? 如何改进? 下面将具体

分析。
2． 现实匹配法的缺陷和改进策略
( 1) 忽略制度变迁性和引入 “时期—世代”视角。现实匹配法的第一个缺陷是忽略制

度变迁性。这一方法提出以来主要应用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这些国家近些
年来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相对比较稳定，但我国自 1949 年以来在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经历
了重大变迁。首先，经济制度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深刻影响劳动力市场
中的职业结构。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主要由国家分配给单位，并且不允许自由流动［26］，

人们的求职模式以国家分配或顶替父母为主。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是通过自由市场
来配置的，人们可以通过个人申请、经人介绍等方式找工作，因而存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
场。迈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毫无疑问将引起劳动力分配方式的变化，所以在过度教
育的测量中，需要考虑经济制度的变迁性。

其次，教育制度经历了诸多重大变革，深刻影响不同世代人口的教育获得。总体而言，

我国教育制度的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奠基阶段，即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参照苏联模

式发展教育，创建大量理工科院校并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期间于 1955 年正式确立高考制
度; 20世纪 60年代，国家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进入停课状态，

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二是改革阶段，即 70 年代末恢复高考制度和重点学校制度。1985

年开展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改革高校招

生和毕业分配制度等。三是扩张阶段，90 年代末，我国开始实施大学扩招政策，并发展民
办教育; 同时，确立“985工程”和 “211 工程”，提升高等教育的发展质量。四是内涵提
升阶段，2010年以来，我国继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并通过 “双一流”工程加强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27］。可见，我国教育制度的变迁和改革进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从未
止步，成长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世代群体，其教育获得过程深深烙上教育制度变迁的印记。

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双重制度变迁，深刻形塑着劳动力市场中职业和教育之间的匹配

模式。具体而言，不同的历史时期，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结构具有明显差异，同时每种职业
对学历的需求，受制于劳动力市场中不同学历人才的实际分布状况。以教育行业为例，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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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的招聘过程中，大多数高校要求应聘者须具备博士学历甚至海外留学经历，但在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几年甚至十几年，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教师并不多见，这种人

才短缺和断裂现象，使得高校必须招聘一定数量本科学历的教师以满足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

要。由此可见，职业和教育的匹配过程，深刻受制于劳动力市场中职业结构和教育的实际分

布状况，而职业结构和教育获得更是受到宏观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变迁的影响。研究者在实

际测量过度教育时，如果不能在测量中纠正这一测量误差，而直接忽略这种制度变迁性，那

么其研究结论就会产生偏误。

为了降低制度变迁造成的干扰，本文引入 “时期—世代”视角来测量过度教育。经济

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变迁，几乎是同步发生的，这就使得研究者捕捉两种制度变迁效应时会非

常棘手。但本研究认为，两种制度变迁所产生的效应，最终会投影到个体身上，为此，通过

观察这些处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世代的个体，研究者可以捕捉到两种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影响。

具体而言，本研究的实证策略是，通过个体所出生的年份划分 M 个世代，再根据调查实施

的年份划分 N个时期，然后将个体投射到由世代和时期组成的 M×N个“时间格子”中，最

后在每个“时间格子”中计算每种职业所需要的教育程度。这种基于 “时间格子”计算出

的教育匹配标准，能够有效捕捉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变迁对教育匹配的效应，从而可以更加

准确地反映出劳动力市场中不同职业对教育程度的实际要求。

( 2) 忽略职业内部教育异质性和引入教育异质性指数。现实匹配法的第二个缺陷是忽略

职业内部教育异质性。尽管已有学者批评现实匹配法忽略了同一职业内部工作内容的异质

性［8］，但更需反思的是忽略教育异质性，并且这一缺陷是跨越国界的。所谓职业内部的教

育异质性，是指同一种职业需要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来共同从事。这种教育异质性主要有

两个来源: 第一，职业分工的精细化程度不断上升。例如，软件工程师这一职业，既需要大

量专科和本科学历的劳动者从事基础性的代码撰写工作，也需要一定数量具有硕士和博士学

历的劳动者来引导项目方向和解决疑难问题。第二，组织异质性导致同一职业对教育程度的

需求不同。组织规模、组织结构及组织发展程度，都可能使组织对员工教育程度的需求存在

差异。这一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例如软件工程师这一职业，媒体或宣传公司通常仅

需要本科学历的求职者来解决软件应用中出现的问题，而互联网公司则需要至少硕士学历以

上的求职者来从事研发工作。由此可见，同一职业内部，其需求的教育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如果研究者忽略了职业内部的这种教育异质性，则会使一部分适度教育的个体在统计上被划

为过度教育者。

为了降低忽略职业内部教育异质性造成的偏差，本文引入教育异质性指数。异质性指数
( Index of Qualitative Variation，简写为 IQV) ，是指实际观察到的变异量和依数据可能发生的

最大变异量之间的比值［28］。本研究将异质性指数引入过度教育分析中，主要目的是通过计

算每种职业内部的教育异质性指数，将其加入过度教育的预测模型中，从而控制由于忽略

“职业内部教育异质性”而引起的过度教育预测偏差。具体而言，对于一个特定的职业类

别，其教育异质性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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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Vedu = K( N2 － f2 )
N2( K － 1)

( 1)

其中，K是教育类别数，N是该职业的所有个案数，f 是该职业内部实际出现的教育类

别中的实际个案数，f2 则是该职业内部实际出现的各类别教育中实际个案数平方的总和。

研究者确定好这几个参数之后，就可以根据上述公式计算该职业内部的教育异质性指数

IQVedu。该指数的取值范围介于 0与 1 之间，值越大则异质性越高，同时 0 表示该职业内部

不同教育类别的分布完全没有差异，1则意味着不同教育类别中个案分布达到差异性最高的

程度。以上步骤是计算某一特定职业内部教育的异质性，本研究随后按照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 ISCO－88) ，分配到“时期—世代”构成的“时间格子”，然后计算出每个“时间格子”中

每一类职业内部的教育异质性指数 ( IQVEdu ) ，并将其作为预测变量放入过度教育的预测方

程，从而控制职业内部教育异质性对于过度教育的影响。

四、数据、变量和统计模型
1．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 2003年到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 CGSS) 。CGSS 是我国最早的

全国性、持续性的多次横截面调查，本研究主要合并 CGSS 2003 年、2005 年、2006 年、

2008年、2010年、2012 年、2013 年和 2015 年共 8 期数据，并限制为 18—69 岁的城镇样

本。剔除教育、职业、收入等核心变量有缺失的样本以后，剩余样本量为 28137。

2． 变量测量

过度教育的测量是基于改进后的现实匹配法，测量步骤总体为四步。第一，将世代划分

为三组: 1960年及以前、1961—1979年和 1980年及以后的出生世代，并于调查时期交叉产

生“时期—世代”的时间格子。第二，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 6 个等级: 小学及以下、初中、

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并生成教育年限变量①。第三，在每个时间格

子内部，基于国际标准职业编码 ( ISCO－88) 计算每种职业内部教育程度众数和教育年限标

准差②。第四，通过比较被访者实际教育程度和所从事职业的标准教育程度 ( 众数或标准

差) ，来界定过度教育和适度教育。

表 1为过度教育的实证测量结果。首先，观察 CGSS的测量结果可知，基于众数法的过

度教育比例为 35. 09%，基于标准差法的测量结果为 35. 27%，这两个比例是相当接近的。

同时，CGSS 2003年和 2008年具有主观评估法的测量，基于这一方法测量的过度教育比例

为 34. 75%，进一步证明了现实匹配法测量结果的稳健性。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

中的过度教育总体比例约为 35%，这一结果在不同测算标准中具有稳健性。

表 2呈现出基于 CGSS数据库定义的其他变量，该数据库总共包括 8 期，平均每期的比

例约在 12%左右。首先是人口学特征变量。样本中平均年龄为 40 岁，女性占 47%，农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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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而言，未受过任何教育被编码为 0年，私塾、扫盲班为 3年，小学为 6年，初中为 9年，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为
12年，中专和技校为 13年，大学专科为 15年，大学本科为 16年，研究生及以上为 19年。
需要说明的是，在“时期—世代”的时间格子内部，有部分职业类型的样本量过小，为减少误差，本文对样本量少
于 20的职业，使用 CGSS所有样本来界定计算教育匹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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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不同标准测算的过度教育比例 %，个
数据来源和测量方法 变量分类 百分比 样本量

CGSS 2003—2015数据
CGSS众数法 过度教育 35. 09 9872

适度教育 64. 91 18265
CGSS标准差法 过度教育 35. 27 9924

适度教育 64. 73 18213
CGSS 2003 ＆ 2008数据
CGSS主观评估法 过度教育 34. 75 671

适度教育 65. 25 1260
数据来源: CGSS 2003—2015。

口占 21%，少数民族约占 6%，已婚者
占 83%，党员占 22%，平均教育年限
为 11. 38 年。其次是工作特征变量，

剔除年收入小于 500 元的样本，然后
基于《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消费者
物价指数进行调整，并取自然对数。

职业类型中管理人员占 10%，专业技
术人员占 20%，办事人员占 12%，商
业服务人员占 20%，体力劳动者占 38%。工作经验均值为 23 年，体制内人员占 50%，垄断
行业占 45%。职业内部的教育异质性指数的取值范围是 0到 1，均值为 0. 85，意味着职业内
部的教育异质性程度是相对较高的。最后是家庭背景和区域变量。本文分别界定了父母教育
程度，划分为四分类变量，然后取二者中最高值作为家庭背景的代理变量，由于样本中父母

的教育程度存在诸多缺失值，本文将这些缺失值专门作为一个类别进行控制。区域是按照省
份进行划分的，其中东部地区样本约为 52%，中部地区为 28%，西部地区为 20%。

3． 过度教育的收入方程
研究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时，研究者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建立过度教育的收入方程: 教

育分解法和虚拟变量法。前者主要通过分解不同类型的教育年限，并计算其收入回报率，来
证明过度教育是否会造成收入惩罚。后者主要通过教育匹配状态区分不同人群，并比较其收
入水平，去检验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下面分别详细介绍。
( 1) 教育分解法。邓肯 ( Duncan) 等最早通过教育年限分解法，检验了过度教育的收

入效应［5］。具体而言，他们将个体完成的教育年限分解为三个部分: 需要 /适度的教育年
限、过度的教育年限和不足的教育年限。由此，个体教育和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可以表达
为如下方程形式:

ln( yi ) = β0 + βXi + β1E
r
i + β2E

o
i + β3E

u
i + εi ( 2)

其中，ln ( yi ) 表示个体 i收入的自然对数形式，Xi 表示与个体特征相关的控制项向量

( 如性别、年龄等) ，而 εi 表示随机误差项。Er
i 代表的是个体所在职业需要的教育年限，E

o
i

代表个体过度的教育年限，而 Eu
i 代表个体不足的教育年限。基于该方程，研究者通过比较

β1、β2 和 β3 的大小，就可以知道适度、过度和不足的教育年限所对应的教育受益率，由此
可以检验过度教育是否会造成收入惩罚，具体而言，如果 β2 小于 β1，那就意味着过度教育

的确会造成收入惩罚。该方法在实证分析中得到许多应用［14，29－32］。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建
模策略背后隐含着一个重要假定: 研究者将过度教育者与相同岗位的适度教育者进行比较，

而非与同等教育程度的适度教育者进行比较。
( 2) 虚拟变量法。韦尔多戈 ( Verdugo) 等在 1989 年通过虚拟变量法区分教育匹配状

态，从而检验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6］。具体而言，该方法首先控制个体的教育年限，然后
将教育匹配的三种状态 ( 适度教育、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 ，作为分类变量纳入模型，并且
将适度教育作为参照项。由于此研究主要关注过度教育对不平等的影响，为此将教育不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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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CGSS 2003—2015数据库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类型 样本量 均值 /百分比

调查年份 2003 3696 13. 14%
2005 4062 14. 44%
2006 3891 13. 83%
2008 2586 9. 19%
2010 3962 14. 08%
2012 3545 12. 60%
2013 3479 12. 36%
2015 2916 10. 36%

年龄 连续变量 28137 40. 22 ( 10. 59)
性别 女性 13145 46. 72%

男性 14992 53. 28%
户籍类型 城市户口 22339 79. 39%

农业户口 5798 20. 61%
民族 汉族 26509 94. 21%

少数民族 1628 5. 79%
婚姻 未婚 4845 17. 22%

已婚 23292 82. 78%
政治身份 非党员 21830 77. 58%

党员 6307 22. 42%
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 28137 11. 38 ( 3. 46)
个体年收入 ( 自然对数) 连续变量 28137 3. 37 ( 0. 96)
职业类型 管理人员 2847 10. 12%

专业技术人员 5577 19. 82%
办事人员 3327 11. 82%
商业服务人员 5755 20. 45%
体力劳动者 10631 37. 78%

工作经验 连续变量 28137 22. 75 ( 11. 92)
职业内部教育异质性指数 ( IQV) 连续变量 28137 0. 85 ( 0. 07)
体制 体制外 13976 49. 67%

体制内 14161 50. 33%
行业 非垄断行业 15399 54. 73%

垄断行业 12738 45. 27%
父母最高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4444 51. 33%

初中 6259 22. 24%
高中、中专、技校 5113 18. 17%
大专及以上 855 3. 04%
缺失值 1466 5. 21%

父母最高职业地位 ( ISEI) 连续变量 24364 38. 69 ( 17. 78)
区域 东部 14541 51. 68%

中部 7989 28. 39%
西部 5607 19. 93%

数据来源: CGSS 2003—2015。
注: 括号内为连续变量的标准。

适度教育进行合并，所以在使用虚拟变量法建立模型时，纳入的是过度教育的二分类变量，

最终其收入方程为如下形式:

ln( yi ) = β0 + βXi + β1Edui + β2OEi + εi ( 3)
其中，Edui 表示个体 i的受教育年限，OEi 代表过度教育。基于该方程，研究者就可以

通过 β2 的系数来判断过度教育是否会造成收入惩罚，如果 β2 小于 0 且统计显著，那就意味
着过度教育者比那些拥有同等教育年限但实现教育匹配的人将得到更低的收入回报; 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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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意味着过度教育不会造成收入惩罚。这一方法被提出以后，也得到广泛应用［6，11，13，33］。

4． 过度教育的因果推断

为了检验过度教育是否会造成收入惩罚，本文需要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造成的干扰。所

谓内生性问题，是指那些潜在的不可观测因素，既会影响 “因”又会影响 “果”［34］，以过

度教育为例，像个人能力等不可观测因素，既会影响过度教育的发生，也会影响过度教育的

收入效应。为了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造成的干扰，本文拟采用工具变量来检验过度教育的教

育回报。

如何选择过度教育的工具变量? 理论上讲，劳动力市场中教育程度和职业岗位之间的供

需关系，会深刻影响过度教育的发生，例如当教育程度供给远超职业岗位需求时，就会增加

个体发生过度教育的风险。为此，从市场中职业和教育的供需关系切入，有助于寻找到合理

的工具变量。本研究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寻找到两个变量作为过度教育的工具变

量。第一，在劳动力市场供给侧，本文选择 1949—2015 年全国高考录取率作为工具变量。

这是因为高考录取率在理论上与个体收入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满足外生性要求; 同

时，高考录取率和过度教育之间高度相关。具体而言，高考制度的变迁会影响不同世代群体

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几率和劳动力市场中高等学历的供给，对于特定出生世代而言，其接受

高等教育时点的全国高考录取率越高，那么该世代内部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比例就会越高，

而同一文凭的相对教育位置就会下降，所以该世代内部的成员在劳动力市场中发生过度教育

的几率越高①。第二，在劳动力市场需求侧，本文选择“省份—时期—世代”框架中专业技

术人员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这是因为，该比例与个体收入水平在理论上没有因果关系，同时

该比例与过度教育存在高度相关。当某一地区在特定时期的职业结构中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较

高时，则对教育程度的需求也会增加，由此会降低过度教育的发生几率②。确定工具变量之

后，过度教育影响收入获得的工具变量模型可以表达为如下方程组形式:

OE*
i = γ0 + γ1Zi + γ2Xi + ζi， OEi = 1 if OE*

i ＞ 0 ( 4)

ln( yi ) = β0 + βXi + β1Edui + β2OEi + εi ( 5)

方程 ( 4) 为第一阶段模型，其中 Zi代表工具变量( 即全国高考录取率) ，ζi为随机误差

项，而OE*
i 代表过度教育的潜在变量，当OE*

i ＞ 0时，OEi的取值为 1。Zi作为有效的工具

变量，要求方程组( 4) 和( 5)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Cov( Zi，εi ) = 0，并且Cov( Zi，OEi ) ≠
0。在模型估计过程中，由于过度教育是二分类变量，本文选择 Probit－2SLS 方法进行估计，

该方法比直接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 two-stage least-squares，即 2SLS) 更加稳健［35］。

五、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的实证分析主要包含两个部分。首先，本文将基于 CGSS 2003—2015的横截面调查

数据，使用众数法和标准差法建立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模型。其次，本文将使用工具变量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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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结合个体出生年份和人们参加高考的平均年龄，将历年高考录取率数据匹配到 CGSS数据库。
计算过程中，本文按照省份、时期、世代将样本分组，计算每个组内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对于样本量小于 30 的分
组，本文主要在省份层次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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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加稳健的因果推断。
1． 过度教育的线性回归模型
表 3呈现出过度教育影响个体收入水平的线性回归结果。所有模型的因变量都为个体年

收入的自然对数形式，模型 1和模型 2采取虚拟变量法。模型 1是基于众数法定义的过度教
育变量，观察可知，过度教育的系数为－0. 078，并在 0. 001水平上统计显著。这就意味着和
同等教育年限的适度教育者相比，过度教育者的个体年收入要低 7. 5%①。模型 2 中核心自
变量为基于标准差法定义的过度教育，其系数为－0. 106，并且也在 0. 001 水平上统计显著，

表 3 过度教育影响收入水平的多元线性回归

变量
模型 1
虚拟变量法
众数法

模型 2
虚拟变量法
标准差法

模型 3

教育分解法

过度教育 ( 适度教育= 0) －0. 078＊＊＊ ( 0. 012) －0. 106＊＊＊ ( 0. 013)
适度的教育年限 0. 098＊＊＊ ( 0. 008)
过度的教育年限 0. 051＊＊＊ ( 0. 009)
不足的教育年限 －0. 010 ( 0. 006)
性别 ( 女性= 0) 0. 324＊＊＊ ( 0. 010) 0. 325＊＊＊ ( 0. 010) 0. 314＊＊＊ ( 0. 010)
年龄 0. 133＊＊＊ ( 0. 008) 0. 141＊＊＊ ( 0. 008) 0. 094＊＊＊ ( 0. 009)
年龄平方 －0. 001＊＊＊ ( 0. 000) －0. 001＊＊＊ ( 0. 000) －0. 001＊＊＊ ( 0. 000)
民族 ( 汉族= 0) －0. 054＊＊ ( 0. 021) －0. 053* ( 0. 021) －0. 058＊＊ ( 0. 021)
户籍 ( 农业户籍= 0) 0. 182＊＊＊ ( 0. 013) 0. 181＊＊＊ ( 0. 013) 0. 193＊＊＊ ( 0. 013)
教育年限 0. 013* ( 0. 006) 0. 010 ( 0. 006)
婚姻状况 ( 未婚= 0) 0. 062＊＊＊ ( 0. 014) 0. 062＊＊＊ ( 0. 014) 0. 062＊＊＊ ( 0. 014)
政治身份 ( 非党员= 0) 0. 231＊＊＊ ( 0. 012) 0. 231＊＊＊ ( 0. 012) 0. 222＊＊＊ ( 0. 012)
职业 ( 管理人员= 0)
专业技术人员 －0. 098＊＊＊ ( 0. 020) －0. 116＊＊＊ ( 0. 020) －0. 180＊＊＊ ( 0. 020)
办事人员 －0. 264＊＊＊ ( 0. 021) －0. 262＊＊＊ ( 0. 021) －0. 297＊＊＊ ( 0. 021)
商业服务人员 －0. 261＊＊＊ ( 0. 019) －0. 264＊＊＊ ( 0. 019) －0. 223＊＊＊ ( 0. 019)
体力劳动者 －0. 356＊＊＊ ( 0. 018) －0. 352＊＊＊ ( 0. 018) －0. 258＊＊＊ ( 0. 019)
工作经验 －0. 088＊＊＊ ( 0. 007) －0. 095＊＊＊ ( 0. 007) －0. 047＊＊＊ ( 0. 008)
体制 ( 体制外= 0) －0. 237＊＊＊ ( 0. 011) －0. 234＊＊＊ ( 0. 011) －0. 253＊＊＊ ( 0. 011)
行业 ( 非垄断行业= 0) 0. 088＊＊＊ ( 0. 010) 0. 087＊＊＊ ( 0. 010) 0. 082＊＊＊ ( 0. 010)
父母最高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 0)
初中 0. 080＊＊＊ ( 0. 013) 0. 080＊＊＊ ( 0. 013) 0. 079＊＊＊ ( 0. 013)
高中及中专 0. 114＊＊＊ ( 0. 014) 0. 117＊＊＊ ( 0. 014) 0. 109＊＊＊ ( 0. 014)
大专及以上 0. 289＊＊＊ ( 0. 029) 0. 288＊＊＊ ( 0. 029) 0. 270＊＊＊ ( 0. 029)
缺失 －0. 061＊＊ ( 0. 022) －0. 062＊＊ ( 0. 022) －0. 057* ( 0. 022)
区域 ( 东部地区= 0)
中部地区 －0. 429＊＊＊ ( 0. 011) －0. 427＊＊＊ ( 0. 011) －0. 422＊＊＊ ( 0. 011)
西部地区 －0. 437＊＊＊ ( 0. 013) －0. 435＊＊＊ ( 0. 013) －0. 434＊＊＊ ( 0. 013)
职业内教育异质性指数 0. 466＊＊＊ ( 0. 072) 0. 456＊＊＊ ( 0. 071) 0. 338＊＊＊ ( 0. 072)
截距项 0. 589＊＊＊ ( 0. 114) 0. 525＊＊＊ ( 0. 115) 0. 382＊＊ ( 0. 117)
样本量 28137 28137 28137
拟合优度 0. 319 0. 319 0. 325
数据来源: CGSS 2003—2015。
注: 双尾检验显著度，＊＊＊p＜0. 001，＊＊p＜0. 01，* p＜0. 05，p＜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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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计算方式为: 1－e－0. 078 = 7. 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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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和同等教育程度但实现教育匹配的个体相比，过度教育者的平均收入低 10%。综合
模型 1和 2可知，过度教育的确会造成收入惩罚。

模型 3采用教育分解法［5］，其实证结果和虚拟变量法基本一致。模型 3 回归结果表明，

适度的教育年限每增长 1年，那么个体年收入就会增长约 10. 3%; 而过度的教育年限每增长
1年，那么个体年收入就会增长约 5. 2%。由此可见，过度的教育年限其教育收益率仅为适
度的教育年限的一半，这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一致［5］。综合来看，教育分解法和虚拟变量法
的结果都表明过度教育会给个体造成收入惩罚。

表 3中控制变量也显示出重要信息。第一，人口学变量层次，男性比女性平均收入高，

说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依然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个体年收入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出先上升后

下降的趋势; 少数民族比汉族的平均收入要低; 非农业户籍人口比农业户籍的平均年收入更

低，本文通过逐步回归发现，这是由于控制职业这一变量之后，户籍的系数发生了逆转; 已

婚者比未婚者的年收入平均高; 党员比非党员的平均年收入高，意味着党员身份的确有助于

提升个体的收入水平。第二，在工作特征变量层次，职业变量表明，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
员、商业服务人员和体力劳动者的收入都低于管理人员; 工作经验对个体收入的影响为负，

这可能是由于它跟年龄之间的共线性导致的; 体制内从业人员比体制外的平均年收入更低;

垄断行业人员比非垄断行业的年收入更高。第三，家庭背景变量层次，教育变量表明，和父
母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相比，父母受过初中、高中及中专、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个体，其平
均收入更高，反映出家庭背景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依然是形塑群体间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力

量。第四，在宏观区域层次，与东部地区居民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居民的个体年收入更
低，这就意味着区域差异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最后，职业内部教育
异质性指数越高，个体收入水平越高，并且控制这一变量后，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依然统计

显著。

图 1呈现出过度教育收入惩罚的时期变迁效应。具体而言，本文在表 3模型中纳入了时
期变量和世代变量 ( 即建立年龄—时期—世代模型) ，并将时期变量与过度教育进行交互，

最后将交互项结果进行图示化。我们通过图 1可以发现: 首先，从 2003年到 2015 年，人们
的平均收入水平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 已经调整消费者物价指数) ; 其次，相对于同等教育水

平的适度教育者，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水平持续更低。无论众数法还是标准差法，都表明过度
教育造成的收入惩罚随着时期持续存在。这表明伴随着时期进程，过度教育所造成的收入惩
罚是持续稳定的。

2． 过度教育的工具变量模型
过度教育的发生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例如，个人能力等不可观测因素既会影响过度教

育的发生，也会影响个体的收入水平。按照统计模型部分的介绍，本文采用两个工具变量来
降低这些不可观测异质性造成的干扰。首先聚焦劳动力市场供给侧，工具变量为 1949—
2015年高考录取率，它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呈现 “U”型关系，当高考录取率在一定界限内
上升时，有助于提升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匹配状况; 但是超过一定界限以后，高考录取率越

高，那么个体发生过度教育的几率就越高。由此，高考录取率的确和过度教育之间存在高度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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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过度教育影响收入水平的时期效应

数据来源: CGSS 2003—2015。

相关，可以作为过度教育的工具变量①。表 4中模型 1 为 Probit－2SLS 估计结果，观察可知，

高考录取率对过度教育具有显著影响，它的确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 同时，过度教育的确

会造成收入惩罚，与同等教育程度的适度教育者相比，过度教育者的平均收入低 44%，表
明一般线性回归低估了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

表 4 过度教育影响收入水平工具变量模型 ( CGSS 2003—2015)

变量

模型 1: 供给侧 ( CGSS众数法) 模型 2: 需求侧 ( CGSS众数法)
Probit模型
过度教育

2SLS模型
年收入 ( 对数)

Probit模型
过度教育

2SLS模型
年收入 ( 对数)

历年高考录取率 －2. 349＊＊＊

( 0. 236)
历年高考录取率平方 2. 045＊＊＊

( 0. 324)
各省专业技术人员比例 －0. 897＊＊＊

( 0. 118)
过度教育 ( 适度教育= 0) －0. 576＊＊＊ －0. 290＊＊＊

( 0. 072) ( 0. 07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28137 28137 28137 28137
伪 Ｒ平方 /调整 Ｒ平方 0. 337 0. 281 0. 335 0. 307
数据来源: CGSS 2003—2015。
注: 1． 双尾检验显著度: ＊＊＊p＜0. 001，＊＊p＜0. 01，* p＜0. 05，p＜0. 1; 2． Probit模型和 2SLS模型中均包含以下控制变量:

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民族、户籍、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政治身份、职业、工作经验、体制、行业、父母最高教育
程度、区域和职业内部教育异质性指数 ( IQV) ; 为了节省空间，表格中省略控制变量的系数和标准误。

其次，我们聚焦劳动力市场需求侧。工具变量为 “省份—时期—世代”内部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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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在使用 Probit－2SLS估计之前，首先使用 2SLS估计检测高考录取率是否符合工具变量要求。Durbin 检验的卡方
值为 997. 601 ( p＜0. 000) ，表明过度教育的发生的确存在内生性问题。弱工具变量 F检验值为 62. 128 ( p＜0. 000) ，大
于临界值 ( 10) ，表明高考录取率是可行的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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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比例①。模型 2中第一阶段 Probit模型表明，当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越高时，个体发生过
度教育的几率越低，这意味着当特定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越高时，对教

育文凭的吸收能力也就越强，由此降低人们发生过度教育的几率。第二阶段 2SLS 表明，当
其他条件不变时，过度教育者比同等教育程度的适度教育者的平均收入低 25%。综合以上
分析，基于 CGSS和工具变量法的分析结果都表明过度教育的确会造成收入惩罚。

3． 基于 CFPS 2010—2016数据的稳健性分析结果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论稳定性，本文使用 2010—2016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 CFPS) 和

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固定效应模型有助于控制难以测量
的、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例如个人能力、性格等，这些因素既可能影响过度教育的发
生，也可能影响个体收入获得。本研究将 CFPS 样本限制为城镇样本，仅保留 2010 年、
2012年、2014年、2016年都被调查的被访者，并且剔除职业和收入有缺失值的样本。实证
分析结论主要有两个: 首先，本文改进之后的现实匹配法测量结果表明，基于 CFPS 数据测
量的过度教育比例约为 36%，这与本文使用 CGSS数据测量的结果非常接近，这表明基于改
进版现实匹配法在不同数据之间的测量结果具有稳定性。其次，固定效应结果表明，相比于
同等教育程度的教育匹配者，过度教育者的个体年收入要低 12%。这一收入惩罚虽然低于
基于 CGSS和工具变量法的分析结果，但是高于基于一般线性回归所估计的收入惩罚②。由
此，稳健性分析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定的，即过度教育的确会造成收入惩罚，并且

一般线性回归会低估过度教育造成的收入惩罚。

六、结论与讨论
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是教育匹配领域争辩比较激烈的研究议题之一。基于工作竞争理论

和职位分配理论的学者们强调过度教育会造成收入惩罚，但是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内生性问

题的学者们强调过度教育不会造成收入惩罚。本文基于 CGSS 2003—2015 的多期横截面数
据，首先通过纳入“时期—世代”视角和职业内部教育异质性指数，对现实匹配法进行改
进，最终发现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过度教育比例约为 35%。其次，本文结合线性回归和
工具变量模型，发现过度教育的确会造成收入惩罚，并且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效应随着时期

持续存在。那么职位分配理论和工作竞争理论中，哪种理论更能解释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

本文的实证分析支持职位分配理论。这是因为按照工作竞争理论，那些超出工作岗位所需要
的教育年限将不会得到任何回报，换言之，过度的教育年限其收益率为零。但是本文通过教
育年限分解法发现，那些过度教育年限的收益率，只有适度教育年限收益率的一半，但是绝

对不会为零。这反驳了工作竞争理论，而支持职位分配理论，即过度教育的工作岗位会限制
个体的生产效率，从而造成收入惩罚。

以上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由于过度教育会造成收入惩罚，因此通过宏观政策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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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在使用 Probit－2SLS估计之前，本文同样使用 2SLS估计检测“专业技术人员比例 ( 省份—时期—世代) ”是否
符合工具变量要求。Durbin检验的卡方值为 798. 15 ( p＜0. 000) ，表明过度教育的发生的确存在内生性问题。弱工具
变量 F检验值为 44. 939 ( p＜0. 000) ，大于临界值 ( 10) ，表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是有效工具变量。
为了节省空间，本文省略了相关表格，感兴趣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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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系统的联结强度，进而促进教育和职业匹配，对于实现更加充分的劳

动力就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首先要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供需

均衡。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人们越来越感知到劳动力市场中的 “就业难”问题，

同时雇主却也越来越难招到符合其要求的人才，这反映出人们过度地追求教育学历或文凭，

而忽视劳动技能的培养和积累，对此政府应该调整教育结构，增强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为

劳动力市场输送合适的人才。其次要促进校企合作，强化学校与职场之间的联结强度。这是

因为，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系统之间联结越紧密的国家，人们实现教育匹配的几率越大，

并且失业的几率越低。为此，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强化教育系统和劳

动力市场系统的联结强度，有效降低过度教育的发生，从而实现更加充分的就业。

( 感谢李黎明教授和答辩委员会的指导与建议，同时感谢郭小弦、姚远、王建三位博士

提供的建设性意见。感谢谢宇教授、董浩博士和吴琼博士提供了宝贵修改建议，同时 《人

口与经济》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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